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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的多元主義

──馬基雅維里德行觀的展開

⊙ 吳德波 王 芳

 

馬基雅維里被認為是現代性的遙啟者。馬基雅維里「一方面使政治與道德分離，拒絕用道德

來解釋政治變革，而強調政治的本質是權利；另一方面他使政治與宗教分離，拒絕用神學束

縛政治觀念，而強調從人、人性出發研究政治。」1從而顯示了馬基雅維里與其同時代的人文

主義者的決裂。而馬基雅維里完成這一轉變的邏輯起點就是他對「德行」的重新闡釋。這種

新的德行觀貫穿于馬基雅維里政治理論的始終。

一 新的德行觀：人性的回歸

政治哲學就是對人之為人的本質規定性的不斷追問。在古希臘，人的本質規定性在於城邦公

共的神。神性雖不是人性所能及，卻依然是人性追求的目標。城邦的神「為希臘民族提供了

全部的信仰內容，城邦公民也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道德思考，樹立了相應的道德標

準」2。因而柏拉圖把對德性的探索歸納為智慧、勇敢、節制、正義四種基本德性，體現了對

神性的嚮往。中世紀人上帝成為人的本質規定性。湯瑪斯將信（信仰）、望（希望）、愛

（敬愛）三大德性稱作神學的主要德性。「信、望、愛之所以被稱為神學的德性，首先是因

為它們的物件就是上帝，它們能夠引導正確無誤地趨向上帝。」3

隨著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地出現，上帝地權威慢慢地減退了，對人的本質規定性的追尋又一

次發生了轉變，從彼岸的上帝回到了塵世的城邦、國家以及人自身。從而對德行的追尋更多

的是把自身作為認識的物件並作出回答。正如笛卡爾用「我思故我在」宣告一個哲學的新時

代的到來，馬基雅維里用其嶄新的德行觀佐證了其「用人的眼光來觀察國家」的新政治學。

馬基雅維里從人自身和塵世國家的實際來定義德行。他在《君主論》中說：「世界上有兩種

方法：一種方法是運用法律，另一種方法是運用武力。的一種方法是屬於人類特有的，而第

二種方法則是屬於野獸的。但是，因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須訴諸後者。」同時，好

的君主「必須知道怎樣運用人性和獸行」「同時效法狐狸和獅子」 。4在這裏，馬基雅維里

完全拋棄了道德說教似的德行論證。德行的運用已不再是對神、上帝的趨同，而是為了塵世

君主的榮譽。從而使德行成為一種工具理性，並賦予它以新的內容。

1. 德行與命運



馬基雅維里對傳統道德的顛覆是從對「命運」的論述開始的。馬基雅維里說：「命運是我們

半個行動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餘一半或幾乎一半歸我們自己支配。」5因此，一個君主要想

獲得成功就必須將個體的自由意志與命運相結合。很顯然馬基雅維里給我們描繪的命運女神

的形象是與古典人文主義者一致的。昆廷‧斯金納說：「馬基雅維里對於人是自己命運的主

宰的生動表述，是由於古典思想家啟發而產生出來的靈感。」他們認為儘管命運女神是一個

神祗，但她畢竟是一個女人，所以她尤其被具有真正男子氣概的男人所吸引。但是中世紀隨

著基督教信仰的勝利，對命運的這種古典人文主義的分析被推翻了。命運女神成為上帝對人

間事務的代理人，「因此，命運女神應被用來引導我們遠離光榮之路，鼓勵我們超越塵世囚

籠，以便尋找我們在天國的歸宿。」6正如馬基雅維里所看到的，這種基督教的命運觀完全將

人的意志自由拋棄，個人在命運面前是無能為力的。

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者重建了命運女神在人類事務中作用的古典形象。馬基雅維里在《君主

論》這樣對命運進行論述，「我確實認為是這樣：迅猛勝於小心謹慎，因為命運之神是一個

女子，你想要壓倒她，就必須打她，衝擊她」，又說「正如女子一樣，命運常常是青年人的

朋友，因為他們在小心謹慎方面較差，但是比較兇猛，而且能夠更加大膽地制服她」。馬基

雅維里以一個人文主義者的姿態回歸到命運的古典形象，為個體的自由意志爭取地盤，並認

為個人應該是命運的主宰者，「個人只有成為命運女神的同盟者，學會與她的權利相和諧，

安撫她變化無常的個性，才能使其事業成功具有真正的可能性」。7而這一切的前提是個人必

須具有令命運女神折服的德行。在此，馬基雅維里賦予了德行以全新的內容，「他論證說，

一個真正有德行（Virtue）的君主的特徵，將是願意去做必然性所命令的任何事情──不管

行動碰巧是邪惡的還是有道德的──以便達到他的最高目的。」8所以德行就成了能與命運女

神結合從而獲得光榮和榮譽的各種品質。不同于古典的德行概念，馬基雅維里的德行只強調

其有用性，是一個不包含任何倫理價值的完全中性的概念。「於是，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一

個無情的事實：雖然這些品質有時候可能與傳統美德重疊，如果要認為德行與美德有任何必

然的或甚至是庶幾相近的等同關係，那就謬以千里了。」9

2. 德行與理性

馬基雅維里拒絕用道德解釋政治，把權利作為政治的本質也是建立在他對德行與理性的實然

認識上的。他說：「人們實際上怎樣生活同人們應該怎樣生活，其距離是如此之大，以至一

個人要是為了應怎樣辦而把實際上是怎麼回事置諸腦後，那麼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會

導致自我毀滅」，盡顯其現實主義風格。

馬基雅維里一反其同時代「君王寶鑒」類著作的作者的那種道德說教，公開的指出了德行與

道德的不一致。那些「寶鑒」家們認為「倘若統治者希望維持他的國家並達到榮譽、榮耀和

名聲的目標，他首先需要培養的不僅是全部道義的美德，而且是全部基督教德美德」。而且

這些符合道德行為都是與理性選擇相一致的。雖然西塞羅也看到了「合乎道德的可能是不得

策的，而得策的可能是不合乎道德的」10，但他認為這只是一種錯覺，並依然相信只有通過

道德的方法才能實現我們的目的。馬基雅維里對這些人文主義者或道德家們的批評是：「他

們對於君主特有的進退維谷的處境無動於衷。」這種「君主特有的進退維谷的處境」正是馬

基雅維里對人性深深懷疑的結果。他堅信「君主側身于許多不善良的人當中定會遭到毀

滅」，在人民的道德已經敗壞的情況下，一個統治者會發現有道德的不總是合乎理性的。而

且，如果他始終不渝地去實踐那些「應然」的德性，結果將是自我的滅亡。



在馬基雅維里看來，擺脫這種進退維谷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果敢地同意這樣一點：倘若一

位統治者真正想要保持他的國家，他必須擺脫基督教道德的要求，衷心贊成他的處境要求的

不大相同的道德。」11

3. 德行的靈活性

我們已經說過，作為中性概念的「德行」不能簡單地用美德或者是惡德與之劃等號，「就馬

基雅維里而言，德行這個概念只不過被用來指君主為了『保持他的國家』和『成就大事業』

而可能認為需要的那些品質。」12正如馬基雅維里自己所說的，「如果一個人能夠隨著時間

和事態的發展而改變自己的性格，那麼命運是不會改變的。」13因而馬基雅維里德性觀的實

質就是德行靈活性的品質。我們決不能把德行與邪惡等同起來，但是馬基雅維里認為最有德

行之人在環境需要時能夠靈活地以十分邪惡的方式行事，因為德行不排除使用邪惡的手段。

這種對德行運用的實用主義態度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有論者所說的，「他（馬基

雅維里）把政治思想從中世紀的經院哲學中挽救出來……如果他不是最優秀的也應該是歷史

上第一位偉大的實用主義者。」14

馬基雅維里的理論預設是其對人性的懷疑，在這種人性惡的前提下靈活運用德行中邪惡部分

是合乎人性的，因而這種邪惡的手段也就具有了正當性。對君主來說，惡民惡治，善民善

治，審時度勢，靈活應變應該是馬基雅維里德行觀的生動表述。「因此，馬基雅維里對於具

有德行的人的終極見識以及對君主的終極進諫，可以概括為這樣一句話：他告訴君主首先要

確保自己成為一個具有靈活氣質的人，也就是說他必須能夠根據命運和環境的要求從行善到

作惡，或者是反過來。」15

二 德行的目的：兩種自由的統一

縱觀馬基雅維里的德行，它有一個從《君主論》到《論李維史前十書》不斷展開的過程。在

《君主論》中，馬基雅維里的德行可描述為：一個君主願意去做必然性所命令的任何事情

──不管行動碰巧是邪惡還是有道德的──以達到最高目標。《論李維史前十書》又向我們

展示了另一種德行觀，即「願意去做任何達到公民光榮和偉大所必需的事情，不論採取的行

動與美德還是惡德碰巧偶合。」16德行從君主擴展到公民身上，二者雖有不同但更多的統一

與這樣一個事實：對國家利益即公共利益的維護上面，把公共利益置於一切私人（君主或是

公民的）利益和普通道德之上。

與其他人文主義者一樣，馬基雅維里認為「政府的最重要的事務與其說是維護人民的自由狀

態，不如說是使人民享有安全和和平」。17可見，德行的真正價值在於自由和安全，馬基雅

維里似乎告訴我們自由優越於安全，但安全卻要優先於自由。

1. 君主的德行：暴力與價值

由於人性的邪惡，人與人之間處於一種殘殺的狀態。由於人們對財富和欲望的無窮無盡的追

求，使人們變的貪婪、狡詐、相互爭鬥。所以對於個人來說，首要的是保證個體生命的保

全，而對於君主或國家來講，首要的就是安全，即脫離他國的奴役和維護主權的獨立性。馬



基雅維里認為一個君主的最低目標是保持國家的生存，國家的統一和完整，然後再去追求榮

譽和光榮。因此一切能夠保持君主地位和國家統一的非道德權利都是合法的。暴力是現代性

的前提，一切自由的價值都產生於暴力。所以用於建設的暴力本身是無價值判斷的，永遠不

會受到譴責。

自由的概念在《君主論》中已經隱約可現，當然這種隱約的自由觀是與其不清晰的主權觀念

交織在一起的。道德和政治的「分離」是馬基雅維里「主權」概念產生的基礎。實際上，馬

基雅維里的「君主」道德與政治「分離」的背景下，已不再僅僅是一個純粹的個人，更多的

是一個抽象的人格化的象徵物。在馬基雅維里的論述中，我們感到這種抽象化的程度並不是

很高，國家作為公共權利還是通過「君主」個人的形式表現出來。因而出現了作為「個人」

的道德與作為共同體的政治矛盾的選擇。於是也就出現了列奧‧斯特勞斯所說的在拯救祖國

與拯救自身靈魂之間的矛盾抉擇。馬基雅維里憤世嫉俗的德行觀反映了公共權利與個體已經

開始分離，個體的道德也逐漸地遠離公共權利地政治，主權概念呼之欲出。但真正完成這一

轉變的還是後來的博丹和霍布斯。「這種非人格化的『君主』隨著近代政治的演變和政治理

論的發展，而逐漸演化為程式化的制度和法律，最終把統治者從道德與政治選擇的兩難困境

中解脫出來。」18從此道德和權利各歸其位，政治成為一種權利鬥爭的遊戲而道德歸於個

人，從而完成了公域和私域的轉換。

對於馬基雅維里來講，自由就是對主權的維護或免受外來的奴役。「這種自由來自於主體生

活於群體之間以及參與公共事務的實踐過程，換句話說，它的意義必須是發生在政治生活共

同體之中，才具有實現的可能性和真實性。」19在這種柏林意義上的積極自由的觀念之下，

主權大於人權，暴力優先於自由的價值。就像有學者所說的，「既然君主的統治比民眾的統

治更不可取，那麼馬基雅維里為什麼又如此推崇這種並不可取的統治呢？原因在他看來，問

題不是一個而是兩個，即首先是必須建立某種統治，其次才能考慮實行哪種統治。君主制是

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20

2. 公民的德行：法律與自由

從《君主論》到《論李維史前十書》唯一發生的變化就是馬基雅維里勸誡物件的轉移。在

《君主論》中德行只同君主個人有關，而在《論李維史前十書》中馬基雅維里把這種品質同

普通公民聯繫起來，認為一個城邦要走向強盛，公民必須獲得和保持這些德行。在他看來，

把公共利益置於一切私人利益和普通的道德考慮之上的態度，對於普通公民來說也同樣是必

要的。馬基雅維里堅持認為：「每個公民的責任就是承認必須對公正或是不公正，仁慈或殘

忍，值得稱讚或是可恥不予考慮，他要把此類考慮拋在一旁，盡力遵循那將拯救他的生命和

保持他的自由的任何計畫。」21因而，無論是君主還是公民，其美德的標誌是公共利益或共

同的祖國而非個人的私利。可見，主權的獨立不是走向強盛的全部因素，要使國家真正的偉

大就必須使公民積極參與國家的治理，並具備公共利益至上的德行，這是公共的善而不是個

人的善。從而將國外主權與國內人權相結合。

建立一個共和國或君主國需要一個人的德行就行了，但維持一個國家卻不是一個人的事，應

該將公德的品質灌輸給普通公民。但是「大多數人又更多壞的傾向而不是好的傾向；總是置

共同體的利益於不顧，一有機會就按他們心中的邪念去行動。」所以「即使最優秀的群體都

是易於腐化的」。22對這一問題的解決，馬基雅維里主張確保公民能被有效地組織起來，以



便迫使他們獲得美德和維持政治自由。在對組織制度與自由的關係考察的時候，馬基雅維里

認為又兩種基本制度可強迫公民自由。一種是宗教制度，一種是法律制度。宗教能讓公民由

於對上帝懲罰的懼怕自然而然地獲得公德地品質，但這裏起作用的已不是宗教的真理性，宗

教在很大程度上被工具化了。與宗教制度相比，馬基雅維里更看重法律制度對公民公德保持

的作用。他認為美德的關鍵是教育，而好的教育則源於好的法律，法律是公民德行產生的源

泉。這種法律所導致的善不是人良心上的自覺，而是法律的強制力迫使人們把公共利益置於

一切私人利益之上的結果。

所以在共和國裏，共和自由是指共和國內擺脫暴君的統治，公民靠自己的判斷來治理國家；

同時也意味著擺脫對外壓迫，實現自治。這是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結合，也是主權和人權

的統一。在這種自由中，私人領域雖然受到了限制，因而在公共利益這個抽象的國家人格面

前顯得微不足道，但正如正如我們曾經說過的，這是兩種自由的結合。對公共積極自由的張

揚並未排斥公民個人的消極自由。只不過私域的自由並不是一種天賦的權利，而是政治制度

所創設的狀態，即公民可通過政治制度提供的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來實現自己真正的價值。

這種思想的真正目的是為了維護個人的真正自由。

三 意義：現代性的第一波

馬基雅維里洞察現實政治狀況，敏銳地發現實然政治狀況已經不可用傳統的道德來進行解

釋。權利才是政治的真正中心，對德行的需要只剩下對道德運用的靈活性品質。馬基雅維里

對德行的靈活運用，將道德放入私域中去，毋寧說是對道德的拯救。這些都是建立在實然與

應然、經驗素材的偶在與範疇理性主義的二元劃分之上的。而這種二元的劃分可以說是現代

性問題產生的根源。

列奧‧斯特勞斯認為，現代性的危機首要的是政治哲學的不可能，即評判正當與是非對錯標

準的缺乏，古代的那種有一個一勞永逸的意義與正當性依存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也就是說

古代以自然為正當的標準，現在已經失去了基礎，需要重新去尋找這種正當的理由。現代性

的基本特徵就是世俗化、理性化、抽象化，或如斯特勞斯所說的去恩典的多樣性

（disgraceful diversity）。

作為現代性的第一波，馬基雅維里將古代具有向神性和規範性的高調標準降到了人間實然政

治的德行標準，從而將正當性的理由建立在實然政治之上。與之相呼應，霍布斯將抽象人格

的「利維坦」建立在人的自我保存欲望上，而非傳統的自然法。正如斯特勞斯所言，這個標

準很低，卻很牢靠。另一方面，馬基雅維里又通過對命運的論述，樹立了人類中心論的價值

取向，從而擺脫了追求正當性中那些外在的不可靠的因素。人從萬物的尺度變成位人是萬物

的主人，命運掌握在人類自己手中。從而使馬基雅維里與古代截然有別。

正是在對人類理性的公開運用和對古代自然正當的懷疑基礎之上，馬基雅維里遙啟了現代性

傳統。從此，無根基的現代就在事實與規範原則二元對立下不斷展開，而每一次對現代性的

批判，無論是盧梭、康得還是尼采、馬克思，都是在自己的方向上加深了現代原則的某一方

面，因而用對現代性批判的形式加深了現代性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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